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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中的生命政治*

王 庆 丰

［摘 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部分的结尾表达了一个生

命政治的后果: 资本家昂首前行，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 一个战战兢

兢，畏缩不前。从这一生命政治的结果去追溯 《资本论》与生命政治的内在关联，我们会

发现: 这种规训是通过惩戒肉体和调节生命两种方式实现的，从而造成了对现代社会中雇佣

工人这一生命基质的剥夺。生命政治与劳动力概念密不可分。在生命政治的意义上，资本对

劳动力的支配权一方面表现为资本家通过纪律对工人的规训和管控; 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本把

劳动力本身由“活劳动”变为“死劳动”。生命政治的两种权力技术在 《资本论》中获得

了完全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揭示出现代社会的生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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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政治” ( biopolitics) 一词发端于福柯对 “生命权力” ( bio-power) 的研究。福柯于 1976 年

3 月 17 日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中首次明确使用了 “生命政治”这一术语。生命政治成为研究思潮甚

至被称为政治思想中的生命政治转向则出现在阿甘本对生命政治阐释之后。在福柯和阿甘本的语境

中，生命政治意味着掌控生命的权力，政治权力不是对 “天赋人权”之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生命权的

有效保障，而是对生命权的宰制或决断，其实质是“一种新的权力技术”。生命政治作为对生命和人

身的支配与控制虽然由福柯明确提出并加以使用，但究其思想内核而言并非是现代性的产物，而是

“最初就已镶嵌在人类共同体之结构当中” ( 阿甘本，译者导论，第 22 页) 。

前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权力作为生命政治表现为直接作用于肉体的 “惩戒权力” ( disciplinary
power) ——— “使你死”、对死的管辖; 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变化在于通过安全技术 “使你活”、扶植

生命。这就是在现代社会新的生命政治所实施的新的权力技术。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语境中，生命的统

治以资本权力对劳动力 ( 实指生命) 的支配与规训而展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实际上

指向的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规训和惩罚，内在地蕴含着福柯所指认的新的权力治理技术即生命政治

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政治不再像前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是对自然生命赤裸裸的控制和奴役，而是

以资本为中介来实现对雇佣工人的规训和惩罚，这是一种政治治理方式的巨大转变。现代社会生命政治

发生的现实场域主要是企业工厂体系，而它的理论场域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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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生命政治后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部分的结尾处写道: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

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

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

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 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 一个战

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马克思恩

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205 页) 离开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的面貌便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流通领域，货币占有者以等价交换 ( 买者) 的身份与面貌出现，劳动力占有

者以等价交换 ( 卖者) 的身份与面貌出现，两者是平等的市场经济交换主体。一旦进入生产领域，

“原来的货币占有者”成为了资本家，而 “原来的劳动力占有者”则成为了 “资本家的”工人。资

本家昂首前行，工人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建立在资本支配权的基础上，资本家与工人之间

形成了一种人身支配关系，于是两者呈现出不同的生命面貌: 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 一个战战兢

兢，畏缩不前。

这里所描绘的两种“新面貌”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实际上，

这种面貌产生巨大变化的根源并非由于工人的剩余价值被剥削，因为剩余价值的掠夺是隐而不显的，

劳动力的买卖在表面上看是一种等价交换; 这种面貌变化的根源在于货币所具有的购买力和资本所具

有的支配力。资本家通过货币在市场上能够购买到工人自由出卖的劳动力商品，并拥有了对劳动力的

支配权。基于这种支配力，资本家通过工厂的各种规章制度形成了对工人的规训力。资本家通过资本

所具有的购买力、支配力和规训力形成一整套完善的支配和控制工人的微观权力体系。这正是生命政

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集中展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面貌的变化正是一种生命面貌的变化，

一种生命政治的后果。因此，《资本论》中不仅包含着商品拜物教批判和剩余价值批判，它还隐含着

第三种批判———生命政治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成为商品，不仅意味着雇佣劳动这一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更意味着雇佣劳动的生命政治内涵: 资本家对工人人身的支配与控制。

劳动力成为商品，不仅仅体现货币具有购买力这一简单的、基本的经济事实，而且彰显了资本有

权力支配劳动者这一实质性的政治内容。资本支配力的形成意味着资本已经越出了经济权力的界限而

具有政治权力的属性。“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

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态上结晶起

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

的支配权。” ( 同上，第 611 页) 从生命政治的视角来看，资本不仅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

动的支配权，也不仅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而且是对劳动力本身的支配权，在

现实社会中具体展现为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权。

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在生命政治的意义上具体展现为资本家对雇佣工人这一存在样态的生命

“基质” ( substratum) 的剥夺。在《资本论》的“工作日”一章中，马克思强烈地批评资本家缩短了

工人的生命时间。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在资本增殖逻辑的支配下，将人类社会的生产欲望膨胀到

极致。资本增殖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因而对剩余劳动、无酬劳动的榨取也表现为一种无限度的贪欲，

对劳动力本身的支配也将大大突破道德和法律的限度。对无酬劳动支配的欲望最终表现为对劳动力生

命基质剥夺的现实。马克思批评所谓纯产品的生产 “只不过是无情而正确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不顾工人死活地使资本价值增殖，从而创造剩余价值，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灵魂。” (《马克思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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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集》第 8 卷，第 534 页)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资本家完全不顾工人的死活。在早期

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渴望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这是赤裸裸地偷窃

工人时间 ( 如吃饭时间、休息时间等) 。“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

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 (《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 5 卷，第 306 页) 工人的活体 ( living body) 是劳动力的基质。突破“纯粹身体的极限”直接

表现为工人寿命的缩短 ( 如未老先衰、过劳死亡) ，表现为对劳动力生命基质 ( 工人活体) 的剥夺。

结合 19 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初始时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矛盾尖锐对立的现象，

马克思作出的基本判断是: 车间 ( 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 能够反抗政府 ( 资本主义统治的既定秩

序) ，也只有车间有勇气反抗政府。诚然，工人阶级的反抗运动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了减少工人被迫

在工厂内从事体力劳动的时间，工人阶级为争取 8 小时工作制开始进行罢工、示威活动。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8 小时工作制被 1919 年 10 月国际劳工会议所承认。以后，资本主义各国被迫陆续确立了 8

小时工作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和规训、对工人生命基质的剥夺减轻了。时至

今日，虽然二战后世界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资本家对工人的规训并没有得到缓解，反

而愈演愈烈。

在现时代，现代企业成为了劳动组织的主导形式，工作与非工作领域的区分日益模糊，人类社会

生活的全部领域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生产的一部分。美国学者伊丽莎白·安德森 ( Elizabeth
Anderson) 发现，现代企业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有着等级制体系的独裁政府。在这里 “没有法治。

命令可能是随意的，并会随时更改，毫无先行通知和申诉的机会。上级不对他们所指挥的人负责，他

们不能被其下级所任免。除少数特定情况之外，下级既没有对他们所遭受的待遇的申诉权，也没有对

被给予的命令的协商权”。( Anderson，p. 37) 现代工业公司的治理，实质是一个任意独断和不负责任

的“私人政府”和“专政”体系。这种统治不仅能够控制人们在工作时的行为，而且也控制人们在

非工作时间的行为。“通常，这些独裁者 ( 指企业老板———引者注) 有合法的权力来规范工人的业余

生活———包括他们的政治活动、言论、性伴侣的选择、娱乐性药品的使用、饮酒、吸烟以及运动等

等。” ( ibid. ，p. 39) 绝大部分工人受到私营企业合法化的、专断、独裁的干涉、监管和支配。劳动

合同以及劳工法进一步使资本家对工人事无巨细的监管、支配和管理变得公开化、规范化和合法化。

可见，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家对工人的监督和支配状态一直延续到当下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现代企业

制度和管理学的建立，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和规训日趋完善。

资本对工人人身支配权的形成显示出现代社会的生命政治，资本不仅仅以购买力呈现为一种经济

权力，更重要的是以支配力成为实质性的政治权力。马克思在 《大纲》中指认资本主义社会是 “以

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但从生命政治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更是 “以物的依赖性为

基础的人的依附性”。前资本主义社会体现为人的直接的依附性，而资本主义社会则体现为人的间接

的依附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依附性。“工人是以出卖劳动力为其收入的唯一来源的，如

果他不愿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717

页) 从表面上看，工人依附于资本家，是因为资本家能够给工人提供工资; 而实际上，工人对资本

家的依附性是奠基在物的依赖性 ( 资本) 的基础上的，换言之，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力 ( 政治权力)

奠基于资本的购买力 ( 经济权力) 。
《资本论》所揭示的生命政治产生了两大后果: 一是资本家对工人 ( 自然生命) 的规训。资本家

监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并以立法的形式将这种支配合法化、规范化。二是资本对工人 ( 自由本性)

的规训。资本具有了主体性和独立性，而工人则丧失了主体性和独立性。人的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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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活动，而是被资本所支配的机械劳动。资本的支配力使 “有意识的活劳动”转变成 “有意识

的机件” ( 死劳动) ，生命存在样态的这种转变在现代社会中不仅体现为对自然生命的支配和奴役，

而且更广泛和更普遍地体现为对生命发展的规训和压制。

二、《资本论》中的双重规训

由福柯所开启的生命政治话语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中权力的主导形式及其运作方式所发生的极为深

刻的变化。在传统的专制社会，“君主的权力只能从君主可以杀人开始才有效果。归根结底，他身上

掌握着的生与死的权力的本质实际上是杀人的权力: 只有在君主杀人的时候，他才行使对生命的权

利。” ( 福柯，1999 年，第 227 页) 以消灭生命为目的，将他人的生命占为己有的特权是这种权力发

展的顶峰。“君主必须通过使用或暂停使用杀人的权利实现他对他人的生命拥有权利; 君主施加生命

的权力是通过他有权置死来表现的。这个所谓 ‘生杀大权’，实际上是 ‘处死’或 ‘放生’的权利。

总之，‘利刃’是它的象征。” (《福柯集》，第 372 页) 但在今天，这种直接掌握人生死的传统权力

运作形式早已日渐淡化，而被全新的生命政治的控制方式所取代。在福柯看来，在生命政治的形成过

程中产生了两种新的权力技术，分别是“惩戒肉体”的技术和“调节生命”的技术。
“惩戒肉体”的技术是一种直接作用在人的肉体之上的微观权力，它通过纪律等手段直接控制人

的肉体的行为方式。这是“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

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

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 福柯，2012 年，第 156 页)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

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和义务。这种惩戒肉体的终极目的或中心观念是 “驯

顺性”，通过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肉体，达到驯顺肉体的目的。因此，现代社会的惩戒肉体不再

以整体的方式控制人，而是通过 “零敲碎打的”方式规定人的动作和行为方式，通过训练来强化人

的某种功能，最终将人生产为驯顺的肉体。“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

机制。一种‘政治解剖学’，也是一种 ‘权力力学’正在诞生。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

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 ‘怎么做’

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肉体。” ( 同上)

资本所具有的对劳动的支配力、对工人的支配力，事实上首先只能通过一套 “惩戒肉体”的技

术发挥出来。这种支配力绝非一种生杀予夺的传统权力，工人所出卖的也并不是对其个人的全部的支

配权，而只是对其劳动能力的支配权，工人并没有使自己完全变成资本家的奴隶。因而，当资本家购

买到劳动力这一商品时，事实上他拥有的只是对劳动能力和劳动行为的支配力，而不可能像君主

( 或领主) 对奴仆那样有生杀予夺的全方位的支配权力。如果说资本家只拥有对劳动能力和劳动行为

的支配力，那么就意味着，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更大限度的资本增值，资本家就只能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领域内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就是所谓的 “纪律”。“这些方法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

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顺—功利关系。这些方法

可以称作为‘纪律’。” ( 同上，第 155 页) 与奴隶制不同，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不是基于对人身的占

有关系，而仅仅是基于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力的支配关系。因此，资本家对工人肉体的惩戒绝对不可能

是专制体制下的“生杀大权”，而只能是模仿军队、医院等的 “规训管理”。资本家制定各种各样的

工作纪律，监督工人劳动，制定生产时间表，提升工人的生产技能，通过一系列 “零敲碎打的方式”

直接作用于工人的肉体以期提高生产效率。相对于君主的杀人权力，纪律的高雅性在于，它无需这种

昂贵而粗暴的关系就能获得很大的实际效果。相对于传统社会 “生杀予夺”的强暴力，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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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肉体”的纪律只是一种弱暴力或软暴力。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绝非想要征服工人，他的目的

始终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增殖。资本家最终将工人打造为驯顺的肉体，并成功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实

现了资本的增殖。
“调节生命”的技术构成了生命政治语境下不同于 “惩戒肉体”的另外一种新的生命权力技术。

在 17、18 世纪，惩戒肉体的技术就已经诞生，而调节生命的技术则在 18 世纪末以及 19 世纪才逐渐

形成。二者的诞生虽然在时间上有着先后顺序，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权力技术形式是互相抵触或具有

取代关系。调节生命的技术 “不排斥第一种，不排斥惩戒技术，而是包容它，把它纳入进来，部分

地改变它，特别是由于这个惩戒技术已经存在，在可以说固定在它上面，嵌入进去的时候利用它。这

个新技术没有取消惩戒技术，仅仅因为它处于另一个层面，它处于另一个等级，它有另一个有效平

面，它需要其他工具的帮助。” ( 福柯，1999 年，第 229 页) 惩戒肉体针对的是肉体的人，调节生命

针对的则是活着的人，二者运行在不同的层面之上。“一个是惩戒的技术: 它围绕肉体，产生个人化

的后果，它把肉体当作力量的焦点来操纵，它必须使这力量既有用又顺从。而另一方面的技术不是围

绕肉体，而是作用于生命; 这种技术集中纯粹属于人口的大众的后果，它试图控制可能在活着的大众

中产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 它试图控制 ( 可能改变) 其概率，无论如何要补偿其后果。这种技术的

目标不是个人的训练，而是通过总体的平衡，达到某种生理常数的稳定: 相对于内在危险的整体安

全。” ( 同上，第 234 － 235 页) 其实，两种权力技术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某种意义上是重叠的。
“调节生命”权力技术的运行在表面上显得极具合理性，它不再谋求控制人，而是谋求保障人的

整体安全。“惩戒肉体”和 “调节生命”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系列: “肉体系列—人体—惩戒—机关;

和人口系列—生物学过程—调节机制—国家。制度机关的整体: 如果你们同意，即制度的惩戒机关，

另一边是生物和国家的整体: 国家进行的生命调节。” ( 同上，第 235 页) “惩戒肉体”的技术将人作为

“肉体”来规训，而调节生命的技术则将人作为抽象的人口来对待。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 资

本主义社会是通过“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概念，来调节总体的平衡，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

方式的整体安全。这种生命调节实质上遵循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优胜劣汰”的丛林竞争法则。
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分为 “现役军”和“后备军”，产业后备军就是过剩人口的相对量。工人人口

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马

克思将之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资本积累的力量越大，资本增长的规模和能力就

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就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工人阶级中贫苦

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现役劳动军的压力也就越大，作为现役劳动军的就业工人就越容易被规训。
“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

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 (《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 5 卷，第 733 页) 一旦就业工人反对过度劳动，不听从资本摆布，他们就立即会被产业后备

军所取代。过剩人口看似游离在资本的控制之外，而实际上它随时可能被吸收，并且它成为了规训现

役劳动军最为有效的潜在手段。“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

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
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

的一样。” ( 同上，第 728 － 729 页) 无论是现役劳动军，还是产业后备军，都从属于资本，在两者的

动态平衡中，维护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平衡和安全。

三、“劳动力”概念与生命政治

无论是在惩戒肉体的意义上资本家通过纪律对工人的规训，还是在调节生命的意义上资本家通过

·04· 《哲学研究》2018 年第 8 期



产业后备军对工人的胁迫，两者都表明: 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生命政治和劳动力成为商品密切相

关。借用保罗·维尔诺 ( Paolo Virno) 的话，“要想理解 ‘生命政治’这一术语的理性内核，我们应

该从另外一个概念开始，一个来自哲学观点的更复杂的概念: 劳动力 ( labor-power) 的概念。” ( 维尔

诺，第 104 页) 劳动力就是劳动能力，马克思明确将其 “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

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195

页) 。维尔诺在马克思对劳动力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劳动力作为最多样化的人类能力 ( 讲话、

思考、记忆、行动等的潜在能力) 的总和同时包含了“生产的潜力”，而潜力就是 “天资、能力、活

力”。维尔诺更看重的是劳动力所蕴含的潜能。劳动力作为一种潜在的劳动能力，具有诸多可能性。

然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却设定着劳动力自由发展的界限，过滤掉了人的能力和可能性等质的差异

性，同质化为可以加以衡量的量的关系。所有的劳动力都转变为了劳动量，劳动力劳动的多样性和潜

能性被抹杀了。“谈劳动能力并不就是谈劳动，正像谈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谈消化一样。” ( 同上，第

201 页)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劳动能力最终转换成了同质化的劳动量。这种同质化，正是通过

商品形式的普遍化以及劳动力本身成为商品这一前提而实现的。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实质就是把具有

潜能和创造性的“活劳动” ( 自由劳动) 规训为丧失生命潜能和活力的 “死劳动” ( 机械劳动) 。

我们在此重新赋予了“活劳动”和“死劳动”这一对范畴以全新的含义。“活劳动”指的是人

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体现了工人的潜能和创造性; “死劳动”指的则是被资本控制的工人的机

械劳动，丧失了人的生命潜能和活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

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 同上，第 269 页) 在马

克思的这一经典表述中，“死劳动”指的是资本，“活劳动”指的是工人的劳动。马克思旨在说明，

资本本身作为“死劳动”并不能创造价值，所谓的自行增殖不过是资本增殖的幻象，而创造剩余价

值的只能是作为活劳动的工人。“死劳动”支配着 “活劳动”。从生命政治的视角来看，所谓的工人

的“活劳动”也是“死劳动”，因为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所支配，它体现的不是工人自己的意志，而是

资本的意志。资本及其所支配的劳动都是死劳动。“死劳动”就是指机器体系中机械性的、作为机器

的零件而存在的工人的劳动。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用 “死劳动”指代机器零件式的工人的机械劳动，

但“活的附属物”“有意识的机件”“有意识的器官”“旁观者”等表述无疑隐性地表达了工人劳动

的“死劳动”内涵。

在机器大工业体系中，工人不是整个生产过程的真正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

一机械系统里去，工人隶属于机器。从表面上看，工人是生产过程的参与者，而实际上变成了生产过

程的旁观者，发挥不了任何主动性。马克思指出: “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

产过程的旁边。”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196 页) 工人作为旁观者并非溢出资本的统治，

而是丧失主动权、支配权、选择权的存在样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场手工业中，工人利用工具;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厂中，工人隶属或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

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

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做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486 页)

通过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权力完全宰治了工

人的活劳动，工人成为了机器体系的 “活的附属物”。这种“活的附属物”实质上就是机器体系、机

器自动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当工人成为机器体系的一部分，也就变成了资本的一部分，作为支配和

吸吮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本身相对立。此时的工人所壮大的只是资本的力量，一种异己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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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工人作为“旁观者”，“只不过是死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

第 354 页) 与资本的无意识的器官———机器相比较而言，工人也越来越表现为客体，而非积极行动

的主体，和无意识器官机器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生产领域，工人以旁观者的身份出场，这表明当

前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工厂制机器体系的生产模式把活劳动已经同质化为简单的、纯粹的机器零件或机

器运转的某一环节。作为机器死机构的一部分，工人的劳动成了没有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

“死劳动”。

资本规训力对活劳动的宰治远远超出生产领域的工人界限，延伸到了社会的全部领域，尤其是体

现创造性和潜能的智识领域。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新的权力治理技术，机器体系巧妙地将

智力纳入资本权力体系中。“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

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487 页) 智力及其相应的

技术成果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而体力及其相应的劳动成果成为资本主义监督、剥削的对象。无

论是智力还是体力，都作为劳动力被纳入资本权力体系之中。智力的培养场域被资本完全控制，高等

教育与私营企业对接，大学一度成为文凭工厂，为企业培养职业技术毕业生，专业化、职业化的培养

模式与资本主义可计量的合理化原则若合符节。知识成为维护社会权力的工具，构成规训社会再生产

的必要条件。广泛、异质的智力在资本权力体系下被剥夺了自身的真实表达，不断被控制、扭曲和纳

入“作为工厂管理体制特征的管理准则和层次结构” ( 维尔诺，第 85 页) 。智力的维度，应该作为活

劳动的属性实现在自由创造的劳动中，而不是作为死劳动的属性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厂管理式的层

级结构中。与其说智力与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社会结构若合符节，毋宁说智力的生产也被纳入资本主

义的合理性系统筹划中。

在与“死劳动”相对立的意义上，马克思揭示了 “活劳动”的表现形态。任何人 “都可以在任

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

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37 页) 劳

动本应该是劳动者自主的、积极的活动。“活劳动”指向有自由意志的、自为的、自愿的、无限定的

自由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活劳动”被规训为了“死劳动”。这种死劳动不仅仅表现为机

器体系支配下的单一化的、机械的死劳动，而且呈现为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同一化劳动。所谓同一化劳

动指的不是同一种劳动，而是对劳动价值的评判标准趋同———以量化的客观化的指标衡量一切。所带

来的直接后果是，以定量化的思维框定了人们的发展前景，在量化思维的框架内，个性、能动性、创

造性已成为不可能。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师、医生、牧师等等

“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417 页) 。衡量标准不再是

有差异的潜力、能力、资质、亲和力，而是客观指标的定量测度———多少作品、几场演说、多少片

酬、几个课题等等。资本权力通过以量化的方式把活劳动的发展维度纳入资本体系中，使之臣服、服

从工厂管理式的等级结构。

从生命本身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生命的规训是分成两个层次展开的。在 《神圣人》开篇，

阿甘本通过词源学对人的自然性生命和社会性生活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zoē’ ( 近汉

语‘生命’义) 表达了一切活着的存在 ( 诸种动物、人、或神) 所共通的一个简单事实——— ‘活

着’; ‘bios’ ( 近汉语‘生活’义) 则指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的适当的生存形式或方式。” ( 阿甘本，

第 3 页) 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的独特性本质就在于: 生命政治不仅以生物性的生命 ( 种生命) 为

对象，而且也以生活性的生命 ( 类生命) 为对象，从而实现了对人的更全面、也更隐蔽的控制。前

资本主义社会君主的生杀大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惩戒肉体，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指向的都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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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性生命或自然生命，而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 “调节生命”的权力技术指向的则是人的生活性生

命或社会生命。在《资本论》中，调节生命不仅仅是保持 “产业后备军”和 “现役劳动军”之间的

动态平衡和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把工人的生命降低和维持在其生物性生命的水平上。按照马克思的

判断，资本家提供给工人的工资仅仅是其最低的工资。“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劳动

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

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201 页) 工资的额度仅仅只能维持工人的

基本生活，只能满足工人的生物性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工人没有多余的钱来丰富和实现自己的个性自

由，即使有条件提高自己的技能也是以资本的需求为导向的，人很难超越资本的统治来发展自己的类

生命。在技术和资本的座架下，人类诗意地栖居是很难做到的。当资产阶级通过工资来购买工人的劳

动力的时候，它就已经剥去了工人的社会性、文化性和政治性生命，而将其贬低为单纯的生物性生

命。最低工资就其产生的客观效果而言，变成了一种调节工人阶级生命的技术。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

“惩戒肉体”与“调节生命”的权力技术，不仅是对人的种生命的规训，更是对人的类生命的宰治，

两者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获得了完全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 《资本论》揭示出

现代社会的生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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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S OF MAIN ESSAYS

The Duality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Its Paradox of Justice:
On the“Tucker-Wood Thesi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s Kapital and Its Manuscript Edition

Wang Fengming

Capitalism is not only a mode of production based on commodity production，but also a mode of production
based on class exploitation. In the former sense，capitalists are the possessors of monetary commodities and
workers are the possessors of labour commodities，and between them exist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ordinary
buyers and sellers. In the latter sense，capitalists are personified capital and workers are employed labourers，
and between them exist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oiters and exploited. Viewing capitalism as based on
commodity production，the exchange between capitalists and workers follows the law of equal exchange of
commodities. They are both free and equal，so it is just. Viewing capitalism as based on class exploitation，
workers must produce surplus value for capitalists so as to realize the value multiplication of capital，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neither free nor equal，meaning it is unjust. It is the duality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that determines the paradoxicality and reflexivity of justice．

The Biopolitics in Das Kapital

Wang Qingfeng

At the end of the fourth chapter of Das Kapital，“The Transformation of Money into Capital，”Marx expresses
the consequences of biopolitics: the money-owner strides out in front as a capitalist，and the possessor of
labour-power follows as his worker. The one smirks self-importantly and is intent upon business; the other is
timid and holds back. By tracing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as Kapital and biopolitics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latter，we can find that this discipline is realized by the punishment of the body and the regulation of
life，resulting in the deprivation of wage labourers of the basic qualities of life in modern society.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 labour-power. In the biopolitical sense，on the one hand，capital
＇s authority over labour-power is represented by the regulation and control through discipline of the workers by
the capitalists. On the other hand，capital transforms labour-power from“live labour”to“dead labour. ”The
two power technologies of biopolitics has acquired their full significance in Das Kapital.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Das Kapital marks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Dai Zhen: Betwee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Neo-Confucianism

Sheng Ke

Dai Zhen was a philosopher strongly opposed to the metaphysics of Neo-Confucianism，but at the same tim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at school. This is shown from his adoption of the Neo-Confucian theoretical framework，
on the basis of which he defines the identity between the immanence of man and the externality of the world，
and hence establishes his entire theoretical system. Differing from Neo-Confucianism，he holds that this
identity is founded upon the empirical qi and not upon a transcendental subject. In this way，Dai Zhen＇s theory
accepts human desire and empirical knowledge and makes Confucianism more secular. However，having
removed the transcendental Dao，another solution is need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orde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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